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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促进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并在深化体制改革中注意健全有利于高

质量发展的税收制度,优化税制结构。 减税降费是否促进了产业结构深度转型升级,能否促进产业结构

的高质量发展? 文章从理论层面厘清了减税政策和降费政策对产业结构高质量化的直接影响、影响机

制与环境异质性分析,还明晰了相关税收政策与减税降费政策的协同效应,利用 2006—2022 年我国地

级市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 研究结果显示:减税降费政策通过加速资金回流、激发创新活力和稳定

市场预期三大机制,最终促进地区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
异质性研究表明,在地方行政保护力度较大和税收监管较强的地区,减税政策更有利于产业结构高质量

发展,而降费政策对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未存在显著差异,这有可能与降费政策的具体措施、
减免机制有关。 此外,税务改革与减税降费政策发挥了协同效应,税务“放管服”改革与减税降费政策对

地区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说明组合型的税收政策能够发挥政策协同效应,共同促进

产业结构的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不同税种的减免力度、优化地方税收环境、税务体制改革与税费优惠

政策协调等提出了减税降费的政策建议。 文章深入剖析了组合式减税降费政策对地区产业结构高质量

发展的差异化影响,为精准制定结构性减税政策提供了更为详实的经验证据;在研究路径方面,构建了

包含资金回流、创新活力和市场预期在内的机理分析框架,不仅揭示了减税降费政策影响地区产业结构

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路径,还深入挖掘了其内在机理。 通过多维度的剖析,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减税降费政

策发挥经济引导效应,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更好地发挥减税降费政策在推动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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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积极作用;此外,从政策执行全流程视角出发,探究了地方税收行政保护、税收征管力度对减税降费

政策的异质性影响,为税务部门本身更好发挥税制改革的经济赋能作用,完善地方税务服务提供改革方

向;最后,通过协同税务部门体制改革与减税降费政策发挥的政策合力作用,为税务部门建立多部门协

同合作机制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减税降费;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转型;税务体制改革;政策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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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继续明确和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

务。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1] 。
然而,我国的产业发展普遍面临传统产业产能过剩与高技术产业发展不充分的结构性矛盾,这成为

制约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2] ,仅依靠市场机制来引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进展缓慢,应
当有效发挥政府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3-4] 。 减税降费作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基本

手段,是新时代中国深化改革、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5] 。 2008 年金融危机

爆发以来,“减税降费”始终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6] 。 从结构性减税到大规模、普惠性

减税再到应急式、组合式减税[7] ,力度不断加大,有效减轻了纳税主体的成本负担[8] ,是当前我国政

府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9] 。
当前有关减税降费对产业结构影响的文献,学者们得到的结论较为一致,验证了减税降费有利

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10-13] ,两者间的作用途径也较为清晰,即减税降费主要通过科技创新(包

括绿色技术创新) [14]和资源配置以带动技术研发,提高生产力水平,推动产业结构调整[15-18] ,且在

不同经济发展区域其影响程度不同[19-20] 。 还有学者从不同视角研究减税降费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如财政收入[21] 、出口退税[22-23] 、定向降准与企业所得税政策等[24] 。 从研究数据层面看,前期研究大

多依托省级面板数据进行,进一步探究地级市面板数据相对较少[21,25] ,尤其是基于地方税收政策及

部门协同视角,鲜有文献关注于此。 现阶段的减税降费政策能否促进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能否实

现有效持续的税收调控效果? 减税与降费政策在促进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是否发挥了同等

重要的作用? 地方政府的配套税收政策、税收征管力度和税务部门体制改革是否发挥了协同作用?
本研究将为进一步推进我国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优化税制调控手段提供理论探索和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 2006—2022 年我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研究减税降费对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可
能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明晰了不同税种的减税及降费政策对地区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的差异化

影响,对下一步结构性减税政策优化提供更为详细的经验证据;二是从资金回流、创新活力和市场

预期三条路径厘清减税降费政策对市场主体的影响机制,揭示了减税降费政策影响地区产业结构

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路径及内在机理;三是从政策执行全流程视角探究地方税收行政保护、税收征管

力度及税务部门体制改革对减税降费政策的异质性影响,为税务部门与其他政府部门发挥政策协

同效应提供真实可靠的理论依据。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产业结构的转变升级本质上是生产方式变化导致生产要素高效流动,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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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加速产业乃至经济的高质量发展[26] 。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收的重要论述

中指出我国供需改革不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27] ,不能只注重供给而忽视需求,也不能只注重市场

功能而忽视政府作用[28] 。 中国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供给、高质量的需求、高质量的配置、高质

量的投入产出、高质量的收入分配和高质量的经济循环[29] 。 无论是当前的普惠性减税、结构性减税

还是降费政策都要服务于稳定经济增长、提升经济效率,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目标[30] 。
减税降费有助于加速企业资金回流。 减税降费作为积极财政政策在财政收入端的具体实践,

旨在短期内有效减轻经济参与主体的税收和费用负担,增加纳税主体(包括企业和劳动者)收入,促
进纳税主体有更多收入扩大生产和推动消费,推动产业向着减税降费政策导向发展[5] ,进一步促进

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引领国家逐步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2023 年全国新增减税降费及退

税缓费达 2. 2 万亿元,其中留抵退税约 6
 

500 亿元。 留抵退税作为降低企业税负的重要举措,以“真

金白银”为市场主体送上“及时雨” [31] ,直接让利于企业,减轻了企业的税费负担和因前期高额投入

造成的资金压力,减少了对企业现金流的税款占用,增加了企业可自由支配的资金,并加快了资金

的流转速度,促进了企业再扩大投资[32] 。 因此,减税降费政策通过制度优化,加速企业资金流转,创
造更多投资机会,促进生产要素在企业间、产业间、地区间合理布局,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最终促进

区域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
H1:减税降费政策有利于加速资金回流。
减税降费有助于激发创新活力。 减税降费在短期内有效减轻经济参与主体的税收和费用负

担,增加了纳税主体(包括企业和劳动者)收入,从而激发社会经济整体的活力与创造力,为经济社

会带来丰厚的长期经济红利[33] 。 为了激励社会民生、创业投资、节能环保、研发创新等重要领域的

产业发展,我国近年来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通过降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负和社会保险基

金缴费比例,直接增加企业的可支配收入,为企业进行创新研发活动提供了更多的资金支持[18] ,有
利于企业从长期投资视野出发进行创新研发活动[34] ;相应地,企业接收来自税收政策传递的积极信

号,有意愿并且有能力将更多资金用于产品研发和升级,提高创新产出[35] 。 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了企

业的研发成本和风险,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36] 。 由

此,减税降费政策通过激发企业创新动力,带动地区创新活力,调整地区资源配置和经济结构,进而

为整个经济和社会带来积极效应。
H2:减税降费政策有利于激发创新活力。
减税降费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 一系列减税降费“组合拳”的实施均以满足企业和群众的期待

为导向,向市场和公众释放积极信号,增强市场主体和居民信心,帮助潜在创业者提高投资兴业意

愿,带来新设市场主体数量的增加,从而稳定市场主体预期[37-38] 。 同时,各级政府均在提升企业享

受减税降费政策的便捷性和针对性上下功夫,确保政策红利直达市场主体。 这彰显了政府注重通

过税费政策进行跨周期的财税调节,以增强我国经济实现稳中有进目标的决心,有助于进一步稳定

企业发展预期、增强企业发展信心[39] 。 减税降费的政策实施增强企业的风险投资意愿[40] ,鼓励企

业创新投资,提振企业家信心[41] 。 对于当前的宏观经济来说,市场主体的发展信心无比宝贵,减税

降费将极大增强市场主体的信心,改善预期。 根据以上分析,减税降费政策通过减轻税负、释放积

极信号及鼓励企业创新投资,稳定了市场预期,激发了市场活力,为产业结构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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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支撑。
H3:减税降费政策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
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逻辑,除了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之外,还包括国民经济

按比例发展规律[42] 。 减税降费就是践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规律的重要举措。 基于理想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逻辑,减税降费的目标是“增强纳税人获得感”,要服务与服从于“增强人民

群众获得感”,这是中国特色减税降费观的根本目标[43] 。 事实上,我国长期实施的组合式税费支持

政策减免规模大、分量重、市场主体覆盖面广,是现阶段中国特色税收政策的典型特征。 对微观企

业而言,其直接效应就是增加了企业可自由支配的资金,加速资金回流,有助于投资乘数效应的发

挥,形成良性循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44] ;其间接效应是,企业可以从更长期的视角进行创新投资,
进而带动资源在产业间的流动,激发创新活力,促进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 对纳税自然人而言,其
直接效应是增加其可支配收入,有助于提高其消费水平和改善消费结构,有助于“增加人民群众获

得感”,稳定市场预期,进而带动资源在产业间流动,促进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 因此,本文认为减

税降费政策可以从加速资金回流、激发创新活力和稳定市场预期三个方面促进地区产业结构高质

量发展。
H4:减税降费政策有利于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

二、研究设计

(一)变量衡量

1. 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减税降费程度。 关于减税降费程度的衡量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

通过地方财政收入的变化程度反映减税降费力度[13,41] ,但仅使用地方财政收入的前后两年间变化

可能会受到城市、年份的其他混杂因素干扰[45-47] 。 第二种是按照企业是否享受减税降费的税收优

惠和企业税费负担率衡量减税降费程度,但遗漏了享受减税降费政策的大量中小型企业数据。 第

三种是使用地方政府出台的关于减税降费政策数量来衡量,但政策数量都属于反映地方政府行政

保护力度的指标。 本文参考李真和李茂林[13] 的做法,使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两年间税收变化再取

差分,即地方财政收入的税收增速下降率反映减税力度(TAX),使用财政收入中非税收收入的增速

下降率反映降费力度(FEE),具体计算公式如式(1)—式(4)所示:

TAX_gi,t =
taxi,t -taxi,t-1

taxi,t-1
(1)

TAXi,t =
TAX_gi,t-1 -TAX_gi,t

TAX_gi,t-1
(2)

FEE_gi,t =
feei,t -feei,t-1

feei,t-1
(3)

FEE i,t =
FEE_gi,t-1 -FEE_gi,t

FEE_gi,t-1
(4)

式(1)中,taxi,t 表示城市 i 在 t 年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 式(3)中,feei,t 表示城市 i 在 t 年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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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收入中的非税收收入。 TAX_gi,t-1 表示城市当年的税收增速,利用连续两年的税收增速可以构建

出式(2)中的城市 i 在 t 年的减税力度(TAX)。 同理由式(3)和式(4)可以得到城市 i 在 t 年的降费

力度(FEE)。 TAX(FEE)的数值直接反映了该城市相较于前一年度,由于实施减税(降费)政策而

引发的(非)税收收入增速减缓的显著程度。
2. 被解释变量

本文以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为被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求三大产业的高速发

展,更是要求三大产业的结构均衡合理发展[46] 。 产业结构合理化反映了产业间的协调程度和资源

有效利用程度,是要素投入结构和产出结构的耦合[48] ,无疑是衡量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指

标。 本文参考袁航和朱承亮[49] ,以泰尔指数来测度各地级市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该指数具有兼顾

度量不同产业产值与就业的结构偏差以及各产业不同经济地位的优良性质。 计算公式如式(5)
所示:

theil i,t = 􀰐
3

m = 1
yi,m,t ln

yi,m,t

l i,m,t
( ) ,m = 1,2,3 (5)

其中: yi,m,t 表示 i 地区第 m 产业在 t 时期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l i,m,t 表示 i 地区第 m 产业在 t
时期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重。 若 theil i,t 为 0,说明地区产业结构处于均衡水平;若不为 0,说
明产业结构偏离均衡状态,且该值越大,表示越偏离均衡状态。

3. 中介变量

(1)资本流动程度。 资本流动程度是一个反映经济体系开放程度、市场机制完善程度和资本所

有者追求盈利机会程度的重要指标。 本文参考马光荣和程小萌[50] 的做法,使用地区新增固定资产

衡量区域间的资本流动程度(Inv)。
(2)地区创新活力。 地区创新活力是指一个地区在面对变革和挑战时,能够积极主动地思考、

探索和实践新的想法、方法和技术,从而推动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持续发展的能力。 本

文参考吴敏等[37]的做法,使用地区当年新增专利的数量衡量地区创新活力(rd_city)。
(3)市场预期。 市场预期是指相关群体对经济变量(如价格、利率、收入、利润等)在未来的变动

方向和变动幅度的一种事前估计,对投资者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参考韩国高和胡文明[38] 的

做法,使用“企业家信心指数”季度数据转化为年度数据,最终得到 exp 变量来衡量市场预期。
4. 调节变量

本文的调节变量为税务征管改革。 税务征管改革是指政府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对
税收征管制度、政策、法规以及征收管理等方面进行的调整和优化。 本文参考唐飞鹏和霍文希[51] 的

做法,根据是否入选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试点名单,设置虚拟变量 Serve,若当年及以后年份入选

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
5. 控制变量

参考肖叶和刘小兵[52]的做法,对以下变量进行控制:(1)对外开放水平( Open),用进出口总额

占 GDP 比重表示。 (2)政府干预水平(Fiscal),为了避免研究年份较长,物价变动前后对数据的影

响,参考马大来和杨光明[53]的做法,用财政支出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衡量。 (3)人力资本水平

(Human),用高校在校生人数占总人口比重表示。 (4)金融发展水平(Finan),用各省份年末金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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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贷款余额占该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
(二)模型构建

1. 基础检验模型

为检验减税降费政策对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的效应,本文构建模型(1)和(2):

theil i,t = α0 + α1TAXi,t + 􀰐Controlsi,t + λ t + ηi + εi,t 模型(1)

theil i,t = β0 + β1FEE i,t + 􀰐Controlsi,t + λ t + ηi + εi,t 模型(2)

其中: i表示地级市,t 表示年份,α0 和 β0 为常量,theil i,t 表示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水平,TAXi,t 表

示减税力度,FEE i,t 表示降费力度,Controlsi,t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εi,t 为误差项,λ t 为年份固定效

应,ηi 为地级市个体固定效应。 若α1 和 β1 显著为负,则说明减税和降费政策有利于区域内产业结构

高质量发展, 验证了 H4。
2. 机制检验模型

为了检验减税降费政策影响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在模型(1)和(2)的基础上设定模型

(3)和(4):

Mediatori,t = γ0 + γ1TAXi,t + 􀰐Controlsi,t + λ t + ηi + εi,t 模型(3)

Mediatori,t = δ0 + δ1FEE i,t + 􀰐Controlsi,t + λ t + ηi + εi,t 模型(4)

其中, Mediatori,t 为中介变量,包括资本流动程度、地区创新活力和市场预期。 若γ0 和 δ0 显著为

正,则说明资金流动程度、地区创新活力和市场预期在减税降费政策对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中起到

中介作用,验证了 H1、H2 和 H3。
3. 调节效应模型

为检验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与减税降费政策的协同作用,将其加入模型中作为调节变量,构
建回归模型(5):

theil i,t = β0 + β1TAXi,t / FEE i,t + β2Servei,t + β3TAXi,t / FEE i,t × Servei,t +

􀰐Controlsi,t + λ t + ηi + εi,t 模型(5)

其中, Servei,t 为税务系统“放管服” 改革虚拟变量,若 β3 显著为负,则说明税务系统“放管服”
改革强化了减税政策对地区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其余变量的含义同模型(1)和(2)。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采用 2006—2022 年我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研究减税降费政策对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的影

响。 2008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结构性减税,将 2008 年前两年数据纳入其中具有比较价

值。 税收收入数据来源于各地级市历年年鉴,其余数据整理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 CEIC 统计数

据库,并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 1%的 Winsorize 处理。 主要变量描述统计特征见表 1。 从表 1
可知,theil 的均值为 28. 77,最小值为 0. 233,最大值为 101. 8,标准差为 21. 6,说明多地产业结构发

展不均衡,且产业结构非均衡发展差异较大。 TAX 与 FEE 的标准差分别为 2. 621 和 2. 023,说明样

本中减税、降费力度差异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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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theil 4
 

844 28. 770 21. 600 0. 233 24. 210 101. 800
TAX 4

 

844 -0. 412 2. 621 -14. 020 -0. 271 10. 870
FEE 4

 

844 -0. 565 2. 023 -4. 553 -0. 504 2. 999
Inv 4

 

844 0. 061 0. 235 -0. 617 0. 036 1. 183
rd_city 4

 

844 2. 189 2. 947 0. 000 0. 000 9. 430
exp 4

 

844 4. 810 0. 094 4. 550 4. 824 4. 962
Serve 4

 

844 0. 251 0. 434 0. 000 0. 000 1. 000
Open 4

 

844 0. 247 0. 416 0. 001 0. 095 2. 569
Fiscal 4

 

844 0. 205 0. 166 0. 064 0. 161 1. 268
Human 4

 

844 0. 019 0. 025 0. 000 0. 010 0. 122
Finan 4

 

844 0. 984 0. 598 0. 279 0. 804 3. 414

三、实证研究

(一)基准回归

为检验减税降费政策对地区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本文根据模型(1)和模型(2)进行了

实证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列(1)对模型(1)进行回归,加入了控制变量,并同时控制了城市

和年份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发现,TAX 的回归系数为-0. 292,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减税政策

促进了区域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同理,列(2)按照模型(2)进行回归,结果发现,FEE 的回归系数

为-0. 178,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降费政策促进了区域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 综上所述,减税

降费政策有利于产业结构的高质量发展,H4 得到验证。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theil theil

TAX -0. 292∗∗

(0. 137)

FEE -0. 178∗∗

(0. 083)

Open 0. 217
(3. 606)

0. 316
(3. 635)

Fiscal 23. 880∗∗

(11. 925)
24. 367∗∗

(11. 971)

Human 90. 770∗∗

(43. 975)
91. 107∗∗

(44. 021)

Finan 3. 687∗

(2. 073)
3. 602∗

(2. 083)

_cons 18. 344∗∗∗

(3. 311)
18. 303∗∗∗

(3. 316)
City Yes Yes
Year Yes Yes
N 4

 

844 4
 

844
adj.

 

R2 0. 785 0. 785

　 　 注:1. ∗∗∗、∗∗、∗分别代表 1%、5%、10%的显著性水

平;2. 括号中为标准误,采用地级市层面的聚类标准误,下

表同。

(二)稳健性检验

1. 替换变量

替换原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重新进行回

归。 本文参考借鉴袁航和朱承亮[49] 的测算方

法,定义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计算公式如下:

indhZi,t = 􀰐
3

m = 1
yi,m,t × lpi,m,t,

m = 1,2,3 (6)
lpi,m,t = Yi,m,t / Li,m,t (7)
其中: yi,m,t 的含义同前,表示 i 地区第 m 产

业在 t 时期的劳动生产率,Yi,m,t 表示 i 地区第 m
产业在 t 时期的增加值,Li,m,t 表示 i 地区第 m 产

业在 t 时期的就业人员。 本文替换模型(1) 和模

型(2) 的被解释变量后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3 列(1) 和列(2) 所示,不论是减税政策还是降

费政策均有利于地区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
替换原模型中的解释变量重新进行回归。

参考晏国菀和夏雪[41] 的做法,用地级市税收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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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除以当年 GDP,若该值连续 4 年及以上降低,且累计降低之和为 0. 5%及以上,则定义为实施重大

减税(降费),TD(FD)赋值为 1,反之为 0。 实证结果见表 3 列(3)和列(4),结果显示不论是减税政

策还是降费政策均有利于地区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H4 依旧成立。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2. 考虑政策冲击

参考杨森平和刘晓瑛[54] 、白景明等[55] 、梁君

等[56]的研究,2019 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主要包括

深化增值税改革、支持小微企业减税、实施新个税法

及专项附加扣除政策、降低社保费率等方面。 为了

识别该政策效应,本文设置虚拟变量 DID,若处在

2019 年及以后年份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 使用 DID
模型之前,本文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检验结果显

示,政策实施前,所有时间虚拟变量系数值均不显

著,符合平行趋势检验(见图 1)。 在模型(1)和(2)
的基础上加入交乘项 TAX×DID 和 FEE×DID,检验

结果见表 3 列(5)和列(6),可以看出,交乘项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 H4 的结论依旧稳健。
表 3　

 

稳健性检验:替换变量、考虑政策冲击

变量

替换被解释变量 替换解释变量 考虑政策冲击

(1) (2) (3) (4) (5) (6)

indhZ indhZ theil theil theil theil

TAX -0. 025∗∗

(0. 011)
-0. 009
(0. 162)

FEE -0. 009∗∗

(0. 004)
-0. 012
(0. 082)

TD -6. 218∗

(3. 667)

FD -10. 927∗∗∗

(1. 282)

TAX×DID -0. 916∗∗∗

(0. 339)

FEE×DID -0. 468∗∗

(0. 211)

Open 0. 015
(0. 173)

0. 017
(0. 174)

0. 506
(3. 636)

0. 481
(3. 636)

0. 148
(3. 618)

0. 868
(3. 608)

Fiscal 0. 327
(0. 577)

0. 350
(0. 579)

32. 870∗∗

(13. 695)
32. 802∗∗

(13. 684)
23. 678∗∗

(11. 836)
24. 047∗∗

(11. 975)

Human -0. 354
(2. 315)

-0. 333
(2. 316)

36. 066
(43. 437)

36. 068
(43. 442)

91. 903∗∗

(43. 890)
87. 351∗∗

(43. 865)

Finan -0. 030
(0. 088)

-0. 035
(0. 089)

4. 322∗

(2. 323)
4. 325∗

(2. 323)
3. 708∗

(2. 066)
3. 784∗

(2. 104)

_cons 18. 504∗∗∗

(0. 195)
18. 507∗∗∗

(0. 195)
17. 829∗∗∗

(3. 112)
17. 843∗∗∗

(3. 110)
18. 297∗∗∗

(3. 296)
18. 277∗∗∗

(3. 327)
Cit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4

 

684 4
 

684 4
 

844 4
 

844 4
 

844 4
 

844
adj.

 

R2 0. 793 0. 793 0. 793 0. 793 0. 785 0. 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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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滞后效应检验

为了进一步考察减税降费对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是否具有持续性,本文参考侯德帅

等[57]的做法,对模型(1)和(2)的解释变量分别滞后一期、二期后进行动态效应的稳健性检验;并将

TAX 的滞后项和 FEE 的滞后项分别加入同一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4 列(5)和列(6)所示,在考

虑 TAX 与 FEE 滞后期影响后,减税、降费政策对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仍然存在。
表 4　 稳健性检验:动态效应

变量
(1) (2) (3) (4) (5) (6)

theil theil theil theil theil theil

TAX -0. 256∗∗

(0. 124)
-0. 273∗∗

(0. 131)

L. TAX -0. 195∗∗∗

(0. 071)
-0. 242∗

(0. 135)

L2. TAX -0. 189∗∗

(0. 085)

FEE -0. 131∗

(0. 077)
-0. 119∗

(0. 069)

L. FEE -0. 042∗

(0. 022)
-0. 070
(0. 084)

L2. FEE -0. 054∗∗

(0. 026)

Open -1. 172
(3. 834)

-2. 248
(4. 030)

-1. 105
(3. 870)

-2. 134
(4. 054)

-1. 132
(3. 890)

-1. 097
(3. 906)

Fiscal 22. 999∗

(11. 796)
25. 599∗∗

(12. 024)
23. 265∗∗

(11. 805)
25. 731∗∗

(11. 967)
24. 760∗∗

(12. 302)
24. 945∗∗

(12. 308)

Human 59. 130
(44. 114)

110. 150∗∗∗

(39. 328)
63. 074

(45. 409)
112. 451∗∗∗

(39. 408)
87. 699∗

(44. 884)
89. 316∗

(45. 413)

Finan 4. 451∗∗

(2. 193)
4. 370∗∗

(2. 068)
4. 386∗∗

(2. 199)
4. 315∗∗

(2. 062)
3. 336∗

(1. 914)
3. 284∗

(1. 921)

_cons 19. 014∗∗∗

(3. 430)
17. 741∗∗∗

(3. 410)
18. 980∗∗∗

(3. 459)
17. 730∗∗∗

(3. 403)
18. 350∗∗∗

(3. 422)
18. 362∗∗∗

(3. 430)

Cit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4
 

592 4
 

320 4
 

592 4
 

320 4
 

592 4
 

592

adj.
 

R2 0. 790 0. 791 0. 789 0. 790 0. 791 0. 791

　 　 4. 工具变量

产业结构的改变反馈于政府后可能会影响减税降费后续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这种基于政策效

果的反馈和调整机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双向因果关系;同时,可能存在一些遗漏变量等与减税

降费力度和产业结构相关,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处理此类内生性问题。 参考吴潇航等[14] 的做法,选
取减税降费的一阶滞后项和一阶差分项的交互项构造工具变量(IV_TAX,IV_FEE)进行 2SLS 回归。
工具变量的检验结果显示,在列(2)与(4)中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为 32. 234 与 71. 852,统
计量 P 值为 0. 000,强烈拒绝不可识别的原假设;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为 52. 442 与 170. 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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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大于 Stock-Yogo
 

weak
 

ID
 

test
 

critical
 

values 中 10%偏误的临界值,拒绝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

假设,可见工具变量选取合适。 实证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 由表 5 可知,IV_TAX 和 IV_FEE 仍显著

且方向没有变化,表明 H4 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 5　

 

稳健性检验:工具变量

变量

(1) (2) (3) (4)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TAX theil FEE theil

IV_TAX 0. 023∗∗∗

(3. 178)

TAX -6. 323∗

(-1. 788)

IV_FEE 0. 030∗∗∗

(4. 933)

FEE -2. 537∗

(-1. 934)

Open 0. 084
(0. 436)

-1. 084
(-0. 494)

0. 341
(1. 032)

0. 085
(0. 039)

Fiscal -0. 759∗∗

(-2. 329)
15. 592∗∗∗

(3. 423)
-0. 135

(-0. 237)
26. 888∗∗∗

(7. 338)

Human 4. 955∗

(1. 803)
38. 747
(1. 095)

-0. 099
(-0. 023)

61. 607∗∗

(2. 185)

Finan 0. 078
(1. 014)

4. 355∗∗∗

(4. 829)
-0. 114

(-0. 834)
3. 828∗∗∗

(4. 243)

_cons -1. 181∗∗∗

(-3. 140)
-18. 715∗∗∗

(-3. 066)
0. 065

(0. 097)
-16. 153∗∗∗

(-3. 752)

City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N 4
 

592 4
 

592 4
 

592 4
 

592

adj.
 

R2 0. 182 0. 743 0. 108 0. 771

Kleibergen-Paap
 

rk
 

LM 32. 234 71. 852

Cragg-Donald
 

Wald
 

F 52. 442 170. 716

　 　 (三)机制检验

1. 加速资金回流的机制研究

减税降费政策会降低企业资金流出,提高资金充裕度。 本文参考马光荣和程小萌[50] 的做法,使
用地区新增固定资产衡量区域间的资本流动程度(Inv),通过验证模型(3)和(4)得到实证结果如表

6 列(1)和列(2)所示,表明减税政策和降费政策均加速了地区资金流动速度,验证了 H1。
2. 激发创新活力的机制研究

减税降费政策作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企业研发创新产生激励作用[33] ,有利于地区产业结构的

高质量发展。 本文参考吴敏等[37] 的做法,使用地区当年新增专利的数量衡量地区创新活力( rd_
city),通过验证模型(3)和(4)得到实证结果如表 7 列(1)和列(2)所示,结果表明减税政策和降费

政策通过增加地区专利的创新速度,激发了地区创新活力,进而促进了地区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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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了 H2。
表 6　 地级市层面资金回流速度的机制研究

变量
(1) (2)

Inv Inv

TAX 0. 012∗∗∗

(0. 002)

FEE 0. 005∗∗∗

(0. 001)

Open -0. 004
(0. 030)

-0. 006
(0. 031)

Fiscal -0. 113∗

(0. 058)
-0. 132∗∗

(0. 059)

Human -0. 284
(0. 370)

-0. 273
(0. 373)

Finan 0. 011
(0. 013)

0. 013
(0. 013)

_cons 0. 080∗∗∗

(0. 015)
0. 080∗∗∗

(0. 016)
City Yes Yes
Year Yes Yes
N 4

 

844 4
 

844

adj.
 

R2 0. 152 0. 149

表 7　 地级市层面创新活力的机制研究

变量
(1) (2)

rd_city rd_city

TAX 0. 067∗∗∗

(0. 025)

FEE 0. 029∗∗

(0. 013)

Open 0. 096
(0. 363)

0. 077
(0. 362)

Fiscal -0. 160
(0. 575)

-0. 269
(0. 578)

Human -3. 776
(5. 435)

-3. 680
(5. 395)

Finan -0. 095
(0. 130)

-0. 088
(0. 131)

_cons 2. 254∗∗∗

(0. 173)
2. 267∗∗∗

(0. 173)
City Yes Yes
Year Yes Yes
N 4

 

844 4
 

844

adj.
 

R2 0. 586 0. 586

表 8　 地级市层面稳预期强信心的机制研究

变量
(1) (2)

exp exp

TAX 0. 001∗

(0. 001)

FEE 0. 001∗

(0. 001)

Open -0. 002
(0. 002)

-0. 001
(0. 002)

Fiscal 0. 001
(0. 001)

0. 001
(0. 001)

Human -0. 006
(0. 008)

-0. 006
(0. 008)

Finan -0. 001
(0. 001)

-0. 001
(0. 001)

_cons 4. 806∗∗∗

(0. 001)
4. 806∗∗∗

(0. 001)
City Yes Yes
Year Yes Yes
N 4

 

844 4
 

844
adj.

 

R2 0. 994 0. 994

　 　 3. 稳定市场预期的机制研究

减税降费“组合拳”的实施精准向外界传递

了积极信号,加速了要素市场有效流动,最终促

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文参考韩国高和胡文

明[38]的做法,使用“企业家信心指数”季度数据

转化为年度数据,最终得到 exp 变量来衡量市场

预期。 通过验证模型(3)和(4)得到实证结果如

表 8 所示,结果显示不论是减税政策还是降费

政策,均通过稳定市场预期进而促进了地区产

业结构高质量发展,验证了 H3。
(四)异质性分析

1. 行政保护力度的异质性影响

在我国自上而下的政策建构中,存在政策

细化现象[58] 。 地方政府通过发布更为细化的实

施方案或配套办法将国家政策要求与本辖区的

治理实际结合起来,分解政策目标和任务,实现

政策意图。 地方政府颁布的相关细化文件数量越多,其行政保护力度越强,政策落实越到位。 本文

参考李真和李茂林[13]使用北大法宝数据库中相关话题的地级市政府文件数量衡量地方行政保护力

度,并根据各省份的文件数量均值大小分为行政保护强、弱两个组别进行分组检验,实证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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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列(1)和列(2)表明,相较于行政保护力度较弱的样本,行政保护力度较强的样本中减税政策有

利于地区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列(3)和列(4)表明,不论地方行政保护力度强还是弱,降费政策对

地区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 其原因可能在于,税收的地方法律法规由于涉及

税种多,税收优惠力度大,优惠手段丰富,相对条款更多更详实;而降费的优惠内容较为明确,优惠

手段多为直接免征等直接形式,因此导致地方政府的行政保护力度并没有发挥更大的作用。
表 9　 地方行政保护力度的异质性影响

变量

(1) (2) (3) (4)

行政保护较强 行政保护较弱 行政保护较强 行政保护较弱

theil theil theil theil

TAX -0. 661∗∗∗

(0. 235)
-0. 061
(0. 163)

FEE 0. 009
(0. 157)

-0. 093
(0. 095)

Open 3. 046
(3. 818)

-0. 007
(4. 033)

3. 190
(3. 994)

0. 030
(4. 046)

Fiscal 19. 190∗

(11. 156)
16. 222

(10. 270)
20. 301∗

(11. 160)
16. 390

(10. 292)

Human 42. 097
(26. 049)

112. 305
(87. 114)

42. 526∗

(25. 510)
112. 943
(87. 070)

Finan 3. 522∗∗

(1. 754)
4. 918∗

(2. 650)
3. 608∗∗

(1. 790)
4. 888∗

(2. 660)

_cons 12. 503∗∗∗

(3. 124)
21. 977∗∗∗

(3. 156)
12. 391∗∗∗

(3. 193)
21. 927∗∗∗

(3. 153)
City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N 1

 

314 3
 

530 1
 

314 3
 

530
adj.

 

R2 0. 851 0. 780 0. 850 0. 780

　 　 2. 税收征管力度的异质性影响

作为减税降费政策执行者来说,地方政府对税收征管力度的强弱也是影响政策效果的重要因

素之一。 一方面,地方政府税收征管对企业具有“赋税效应” [59] 。 由于税收的强制性、无偿性和固

定性特征以及税收优先原则,导致企业的留存现金减少,对企业资金的约束更为强烈。 另一方面,
税收征管力度越强代表地区对企业相关税收政策的执行力度更好,更有利于将相关优惠政策落实

到企业税收账户中[60] 。 本文参考汤晓建等[61]的做法,根据式(8)估算出各省份预计的税收收入与

实际税收收入的差值反映税收征管力度,并根据各年度的均值将各省份差值进行划分,大于等于均

值的为税收征管力度较强的样本,反之则为税收征管力度较弱的样本。 根据税收征管力度强弱进

行分组回归,结果见表 10 所示。

TAXi,t / GDP i,t = μ0 +
μ1IND1i,t

GDP i,t

+
μ2IND2i,t

GDP i,t

+
μ3IND3i,t

GDP i,t

+ εi,t (8)

由表 10 可以看出,列(1)和列(2)表明,相较于在税收征管力度较弱的样本,税收征管力度较强

的样本中减税政策对地区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效应显著;列(3)和列(4)表明,不论税收征管

力度宽松还是紧缩,降费政策对地区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效应并不显著。 这一结果的原因

可能是随着电子税务不断更迭,各地税收服务的力度、广度、深度不断提高,能够保证税收政策的精

准落实,而相对于降费政策的一系列辅助措施,同样会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但这一效应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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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税收征管力度的异质性影响

变量

(1) (2) (3) (4)

theil theil theil theil

税收征管力度较强 税收征管力度较弱 税收征管力度较强 税收征管力度较弱

TAX -0. 414∗∗

(0. 184)
-0. 235
(0. 167)

FEE -0. 056
(0. 093)

0. 036
(0. 117)

Open 4. 917
(4. 695)

-2. 975
(4. 177)

4. 916
(4. 745)

-2. 977
(4. 175)

Fiscal 10. 905
(11. 160)

30. 689∗∗

(12. 981)
11. 189

(11. 118)
30. 984∗∗

(13. 045)

Human 35. 551
(35. 705)

134. 974∗∗

(63. 221)
34. 826

(36. 607)
134. 923∗∗

(62. 911)

Finan 1. 943
(2. 276)

6. 871∗∗

(2. 900)
1. 885

(2. 282)
6. 904∗∗

(2. 913)

_cons 23. 655∗∗∗

(3. 785)
13. 125∗∗∗

(3. 739)
23. 741∗∗∗

(3. 790)
13. 160∗∗∗

(3. 743)
City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N 2

 

434 2
 

410 2
 

434 2
 

410

adj.
 

R2 0. 842 0. 787 0. 841 0. 787

表 11　 税务征管改革的协同效应

变量
(1) (2)

theil theil

TAX 0. 224
(0. 147)

Serve 3. 243∗∗∗

(1. 016)
2. 948∗∗∗

(1. 039)

TAX×Serve -1. 263∗∗∗

(0. 312)

FEE -0. 010
(0. 082)

FEE×Serve -0. 507∗∗∗

(0. 193)

Open 0. 766
(3. 534)

0. 944
(3. 529)

Fiscal 26. 254∗∗

(11. 805)
27. 015∗∗

(11. 997)

Human 88. 029∗∗

(43. 108)
83. 802∗
(43. 181)

Finan 3. 788∗
(2. 025)

3. 597∗

(2. 040)

_cons 16. 724∗∗∗

(3. 278)
16. 901∗∗∗

(3. 311)
City Yes Yes
Year Yes Yes
N 4

 

844 4
 

844
adj.

 

R2 0. 790 0. 789

四、进一步讨论:
税务征管改革的协同效应

　 　 我国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就是从简政放

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三大方面推进整体税收

营商环境建设,形成纳税申报频次少、服务精准、

程序简化、宽税基低税负且税务执法规范的高效

能、低成本、公平化税收营商环境[51] 。 本文参考

唐飞鹏和霍文希[51]的做法,根据是否入选税务系

统“放管服”改革试点名单,设置虚拟变量 Serve,

若当年及以后年份入选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 通

过分别加入交乘项 TAX×Serve 和 FEE×Serve,实

证结果如表 11 所示。 表 11 列(1)和列(2)结果

表明交乘项 TAX×Serve 和 FEE×Serve 均显著为

负,说明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确实强化了减

税、降费政策对地区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的促进

作用,二者发挥了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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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 2006—2022 年我国地级市面板数据考察了减税降费对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

作用机制,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减税降费政策有利于加速资金回流,缓解企业资金压力,为企业创造更多的投资机会。
第二,减税降费政策有利于激发创新活力,使企业可以从更长期的视角进行创新投资,进而带

动资源在产业间的流动。
第三,减税降费政策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有助于提升企业获得感,进而带动资源在产业间的

流动。
第四,减税降费政策可以通过加速资金回流、激发创新活力和稳定市场预期三个方面,最终促

进地区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
第五,异质性分析表明,减税政策对地方行政保护力度较大和税收监管较强的地区产业结构高

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而降费政策对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未存在显著差异。
第六,税务征管改革对减税降费政策实施具有推动作用,税务“放管服”改革与减税降费政策对

地区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具有协同促进作用,说明两种税收政策发挥了协同效应,共同促进了产业

结构的高质量发展。
基于本文研究结论,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持续优化税费优惠政策,调节不同税种的减免力度。 根据产业特性与企业规模差异,细

化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主要税种的减免细则。 继续延续税收优惠政策,多措并举推动税费优惠政

策精准落实,确保税费红利直达经营主体,进而加速资金流动,激发创新活力,稳定市场预期,提振

市场信心,助力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要调整企业所得税的减免方式和力度,简化

优惠政策申报流程,落实优惠政策直达企业主体,协调各个税费优惠政策发挥最佳政策效应,最终

形成政策合力。
第二,优化地方税收环境,推动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 除中央关于减税降费的顶层制度体系之

外,地方政府提供良好的税收环境也是发挥减税降费政策效应不可或缺的一步。 地方政府首先从

行政保护上入手,结合自身辖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认真贯彻落实上级的政策指示,加强与上级部门

的沟通协调,争取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资源倾斜,保证减税降费政策的连贯性和操作性。 值得关注的

是,地方政府要强化日常的税收监管,建立科学合理的税收征管指标体系,综合考虑企业的纳税信

用等级、行业风险特征等因素,实施分类分级监管,可以通过制定配套的措施或细化的实施办法等,
从行政执法上为税务部门的税费优惠落地保驾护航。

第三,税务体制改革与税费优惠政策落实双管齐下。 税务部门的行政流程贯穿减税降费政策

执行的全过程。 税务部门的体制改革是保障税费政策的重要基础。 税务体制优化不仅有利于提高

税务部门自身以及与财政、金融部门的协作能力,更有利于减税降费优惠红利快、精、准落至企业。
特别是在降费相关政策方面,这种优化促进了多种税、费优惠措施的协同效应,从而能为企业带来

更大的实惠。 税务部门应定期对税费优惠政策的落实效果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和

优化税费优惠政策,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进而与减税降费政策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地区产

业结构优化,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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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deep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es 
 

and
 

pay
 

attention
 

to
 

improving
 

the
 

tax
 

system
 

conducive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optimizing
 

the
 

tax
 

structure
 

in
 

deepening
 

institutional
 

reform.
 

Have
 

tax
 

and
 

fee
 

cuts
 

promoted
 

the
 

deep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can
 

they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From
 

theoretical
 

level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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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
 

impact 
 

impact
 

mechanism
 

and
 

environmental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f
 

tax
 

cut
 

policies
 

and
 

fee
 

reduction
 

policies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addition 
 

it
 

clarifies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relevant
 

tax
 

policies
 

and
 

tax
 

cut
 

and
 

fee
 

reduction
 

policies 
 

and
 

conducts
 

empirical
 

research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6
 

to
 

2022.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tax
 

and
 

fee
 

reduction
 

policies
 

ultimately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through
 

the
 

three
 

mechanisms
 

of
 

accelerating
 

capital
 

return 
 

stimulating
 

innovation
 

vitality
 

and
 

stabilizing
 

market
 

expectations.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this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Heterogeneity
 

research
 

shows
 

that
 

in
 

regions
 

with
 

stronger
 

local
 

administrative
 

protection
 

and
 

more
 

rigorous
 

tax
 

supervision 
 

tax
 

cut
 

policies
 

are
 

more
 

conducive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Conversely 
 

fee
 

reduction
 

policies
 

do
 

not
 

exhibi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ir
 

impact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which
 

may
 

be
 

related
 

to
 

the
 

measures
 

of
 

fee
 

reduction
 

policies
 

and
 

the
 

reduction
 

mechanism.
 

In
 

addition 
 

tax
 

reform
 

and
 

tax
 

cut
 

and
 

fee
 

reduction
 

policies
 

have
 

played
 

a
 

synergistic
 

role 
 

and
 

they
 

have
 

a
 

positive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indicating
 

that
 

combined
 

tax
 

policies
 

can
 

play
 

a
 

synergistic
 

effect
 

of
 

policies
 

and
 

jointly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Finally 
 

based
 

on
 

different
 

tax
 

reduction
 

intensity 
 

optimization
 

of
 

local
 

tax
 

environment 
 

tax
 

system
 

reform
 

and
 

tax
 

preferential
 

policy
 

coordination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on
 

tax
 

cuts
 

and
 

fee
 

reductions.
 

The
 

paper
 

thoroughly
 

analyzes
 

the
 

differentiated
 

impacts
 

of
 

combined
 

tax
 

reduction
 

and
 

fee
 

reduction
 

policies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s 
 

providing
 

more
 

detailed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precise
 

formulation
 

of
 

structural
 

tax
 

reduction
 

policies.
 

In
 

terms
 

of
 

research
 

methodology 
 

a
 

mechanism
 

analysis
 

framework
 

encompassing
 

capital
 

reflux 
 

innovation
 

vitality 
 

and
 

market
 

expectations
 

is
 

constructed.
 

This
 

not
 

only
 

reveals
 

the
 

pathways
 

through
 

which
 

tax
 

cut
 

and
 

fee
 

reduction
 

policies
 

affec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s 
 

but
 

also
 

delves
 

into
 

their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rough
 

such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economic
 

guidance
 

effects
 

of
 

tax
 

cut
 

and
 

fee
 

reduction
 

policies
 

can
 

be
 

achieved 
 

promoting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s 
 

and
 

better
 

leveraging
 

the
 

positive
 

role
 

of
 

these
 

policies
 

in
 

driv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s.
 

Moreo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ntire
 

proces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e
 

heterogeneous
 

impacts
 

of
 

local
 

tax
 

administrative
 

protection
 

and
 

tax
 

collection
 

intensity
 

on
 

tax
 

cut
 

and
 

fee
 

reduction
 

policies
 

are
 

explored.
 

This
 

provides
 

a
 

reform
 

direction
 

for
 

tax
 

authorities
 

to
 

better
 

exert
 

the
 

economic
 

empowerment
 

of
 

tax
 

system
 

reform
 

and
 

improve
 

local
 

tax
 

services.
 

Finally 
 

by
 

integrating
 

the
 

synergistic
 

effects
 

of
 

tax
 

departmental
 

system
 

reform
 

and
 

tax
 

cut
 

and
 

fee
 

reduction
 

policies 
 

a
 

solid
 

theoretical
 

basis
 

is
 

provided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ulti-departmental
 

collaborative
 

cooperation
 

mechanism
 

by
 

tax
 

auth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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